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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ublic Health Orientated Emergency Mod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并成为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一次重大考验，城市应急治理模式向“基于社区”转型的必要性开始凸显。对国外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展开系统梳理，关

注组织机制和信息化管理两个维度。同时结合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应急模式转型的具体表现，对我国公共卫生导向下

的城市社区应急治理模式提出纵向传导、横向参与和多阶段内容完善3方面的转型优化建议，进一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The new coronavirus has spread globally in 2020, and will become a major test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The 

necessity of transforming the city's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to "community-based" has begun to emerg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s of communit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focusing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emergency mod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it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urban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models in vertical transmission, horizontal participation, and multi-stage content improvement to further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0   引言

2020年春，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在

全球范围蔓延，为我国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敲响了警钟。与2003年的SARS（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病毒相比，虽然新冠肺炎的致

死率只有SARS的1/5，但其传染性极强。本次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来说无

疑是一次重大考验。在缺乏特效疫苗的情况

下，居家隔离成为应对疫情传播的重要手段之

一。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和基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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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社区已成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全国

各地城乡社区应急措施不断涌现：小区和乡村

出入口的测温，电梯间新颖的消毒方式，隔离

家庭的物资保障，街边横幅上亲切的防疫标语

等，都反映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社

区力量的增强。然而，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行

政化”的灾害应急管理模式，社区层面的公众

协作机制尚未成熟，制约了社区力量的充分发

挥，导致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时常出

现对社区“微观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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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社区层面的城市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面已有一定理论基础和

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多主体协调的应

急行动框架[1]。例如：德国的“社会组织与公民

参与系统”将大量的私人救援组织和志愿者

包括在内并赋予他们救灾的责任和任务。这些

非政府组织雇佣了超过10万名专业人员随时

进行救援服务，还有120万名以上的志愿者随

时等待着赈灾任务的部署。本文通过总结梳理

发达国家社区应急模式，关注组织框架和信息

化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社区应急模

式现状，进一步思考公共卫生导向下城市社区

治理应急模式的优化策略，以弥补社区治理中

公共卫生应急短板，提升城市应对紧急公共卫

生事件的整体能力，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

1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将“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我国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及国

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法人治理、

社区治理等多个治理层次[2]。这意味着我国城

市社区管理体制实现由“社区服务”“社区建

设”到“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型，成为社会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我国

政府向社会组织、公民、营利或非营利部门寻求

合作，以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区发展需

求，治理内容涉及社区服务、社区组织建设、社

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等多个方面，在促

进社区发展上取得了瞩目成效。然而，由于我国

现状社区治理体系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面考

虑不足，大多数社区的应急管理往往处于缺位

状态，难以保障极端情况下社区的运营秩序。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国家的善治

离不开对公共健康的重视，并设立了4个基本

价值取向：将健康作为人权、全球性的公共物

品、社会公平的表现、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评

价因子[4]。关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卫生应

急领域、保障公民健康和发展权利，是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

社区响应正是推动我国社区治理中公共卫生

应急模式实质性完善的契机。

2   国外社区应急模式经验

近代以来，鼠疫、埃博拉、H1N1等各类

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造成严重后果，联合

国提出的“安全社区”理念成为众多国家的

共识，“国际防灾战略（ISDR）”也将“重心

下移到社区”作为重要战略之一，社区在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任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部分国

家也通过应急模式的“社区化”转型取得良

好的绩效[5]。基于Lawrence和Lorsch[6]提出的

“权变理论”，公共卫生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领

域，其在社区层面的垂直整合和水平整合需要

不同部门、组织、公众在不同层面的协调合作，

必须通过架构合理的组织框架维持效率。而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ICT等新兴技术的跨领域应用更为普及，学科

之间的交叉联系更为密切，能够为基层社区针

对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准备—反映—恢复”

全阶段的应急行动框架建设提供充分的技术

支持[7-8]。因此，在对国外社区应急模式的经验

研究中，本文重点关注组织框架与技术方法这

两个领域。

2.1   组织机制

2.1.1     政府主导

在英国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政府发挥

着建立行动框架、创新应急机制、分配社会资

源的重要作用[9]1。英国内阁在《社区恢复力

国家战略框架》中理清了社区应急管理中各

类合作者的具体分工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

支持方向，并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之间建

立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以便上下衔接。地方

政府与社区部门在“地方主义”治理理念的

指导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规范社区内

不同企业、组织、个人的行为，为社区应急行

动提供充分保障。此外，地方政府还积极培育

社区非营利组织，通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

完善包含维护公共健康在内的社区服务中心

功能，增强社区韧性。

2.1.2     第三方部门主导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提

出在全美范围内建设“应急管理全社区模

式”[10]143，其指导文件仅概括出该模式的原则

和战略主题，从而能够更灵活地引导应急组织

去培育和健全特色化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从

7个获得FEMA资助的范例社区中总结出的应

急模式组织经验包含[11]：依据社区熟人网络确

定社区应急组织的领导者和合作者，将他们作

为应急管理机构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纽带，

来接触社区目标群体、分发应急物资、鼓励居

民参与社区行动，以实现地方行动授权；大力

鼓励非营利组织、私人部门参与合作治理，尤

其注重私营部门比如零售企业在社区灾后恢

复过程中的作用；整合日常生活中各类经济、

社会、政治资源服务社区应急管理，以强化社

区的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利用现有社区团体促

进项目实施和信息传递。

2.1.3     居民主导

日本社会在阪神大地震后形成了“公助、

共助、自助”的防灾应急理念，十分重视全民

参与。市民通过职业化的形式参与到町内会、

自治会等地缘型组织中，自主协商组织内部

治理架构、辐射区域等事项，依靠自身力量开

展有关抗震、消防，以及弱势群体关爱等社区

自治活动[12]。町内会、自治会下的社区防灾组

织依据《灾害对策基本法》按“基础能力培

养”和“领导能力培养”两种模式对社区居

民及组织领导者进行防灾应急训练，确保在

面对真实紧急情况时形成高效有序的社区合

作模式。

2.1.4     小结

“政府主导”模式离不开较高的中央集权

程度；“第三方部门主导”模式需要充分的市

场条件以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私营部门

等社会资源；“居民主导”依赖城市居民的公

民意识和文化素养。当下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

异较为明显，依据地域状况对不同权力分配和

组织方式进行有条件的应用，有助于更好地利

用差异化的地区应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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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化管理

2.2.1     预防阶段：评估与优化

社区应急管理重在灾前预防，以降低社区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概率和灾后损失。美国戴

维森镇在DD4L项目中将健康影响评估纳入总

体规划的修编过程中，建立涵盖休闲与开放空

间、医疗服务、公共交通与友好交通、可支付住

房、经济与就业、邻里安全等10个主题的健康

影响评估指标体系，使公共健康理念真正融入

社区规划和决策，同时有力促进社区居民对公

共健康和社区事务的广泛关注和参与[14]；弗吉

尼亚州阿灵顿市利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形态控

制准则（FBC）对商业和居住社区的街道空

间、建筑形式、建筑使用方式进行更新改善，打

造功能混合、邻里友好、健康可持续的社区发

展模式，为维持社区公共健康和应急提供良好

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空间环境基础[15]。

2.2.2     准备阶段：预演与监测

根据预估灾害发生的方式和规模制定应

急预案，组织社区演习，同时建立预警机制加

强监测[13]。英国通过建立供社区和居民下载学

习的“社区应急预案模板”来协助社区理清

制定应急预案的思路，内容包含社区风险和资

源评估、社区应急行动机制、应急联络方式、社

区服务机构名称、联络中断的备用方案等[16]。

纽约市则创新预案演习方式，将传统用于评估

医院对传染病应对能力的“无预警神秘病人

演习”应用于基层社区医疗系统中，通过计算

演习中成功筛选出病人—行为者的演习次数

比例与耗费的中位时间，来评估社区卫生中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揭示基层医疗

系统应急反应机制和预案中需要改进优化的

领域[17]。加拿大艾尔德里市通过构建基于居民

健康数据库的社区操作平台来实现对居民健

康状况和需求的监测，并连接城市服务平台和

医疗系统提供服务。

2.2.3     响应阶段：反馈与引导

决策者需要获取及时准确的灾情信息以

高效地遏制灾害，同时要注重媒体管理避免谣

言散播。许多国家、地区都通过事先建立的健

康信息数据库或灾害应急平台来保证灾情信

息迅速上传至高层政府部门、下达至基层社

区，并协助形势分析和决策制定，比如英国的

IEM平台，其核心模块功能包括指挥、控制、协

调、协作、通信等，能够整合多个应急机构应对

大规模突发事件[18]；美国州级应急管理机构针

对家庭、组织和社区等社会单位使用的应急信

息宣传策略，一改依靠传统媒体实现的政府对

公民一对多、零互动的沟通模式，通过Twitter

等大众社交媒体来实现与公众直接持续的双

向沟通，也能更好地了解实际民情和控制舆情

导向[19]。

2.2.4     恢复阶段：复原与重建

灾后社区的恢复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

损失与生理损伤恢复，还要重视受灾人群心理

健康和社会力量的重建，而社会组织和私营部

门的参与能有效推进社区恢复进程。美国零售

商沃尔玛利用自身广泛的经销和运输渠道成

立了公司内部的应急管理部门（WEMD），并

与地方政府、专业应急组织形成了良好合作关

系，突发事件发生后其面向社区的物资供应既

能保证自身在市场上的生存需求，也能满足客

户的生存需求，实现双赢[10]144；美国俄克拉荷

马州摩尔龙卷风后的灾难恢复项目（ODRP）

中，许多志愿者组织和基于信仰形成的社区团

体参与了针对受灾者的心理辅导援助，为受灾

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缓解和社区网络的复原

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20]。

3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应急模式转型

     趋势

从21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两次疫情中可

以看出，我国社区公共卫生治理在预防阶段和

准备阶段的短板比较明显。比如老旧社区中易

导致疾病“粪口传播”的排水设施老化和淤

堵情况事先未得到重视，武汉华南海鲜城原先

存在的卫生隐患也没能得到有力监管，预防措

施不力是导致疾病发生和传播的首因。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时社区层面在应急预案和事先演

习部分的空缺，容易造成因基层工作人员对应

急工作方法掌握不足以及部分社区居民对应

急工作缺乏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从而难以实现

全面的积极响应和迅速的基层落实，可能错过

遏制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的最佳时机。

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

新冠肺炎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多个国家

也加入这场“战疫”。对比目前国际上其他国

家的形势，我国在疫情响应阶段采取的防控措

施效果十分突出，仅花费两个多月就几乎肃清

内源性病例。这种响应措施的特点是以政府为

主导，依托我国行政系统中的网格单元实施地

毯式管控[21]，疫区封城，小区封锁，使人员流动

最小化，但实操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小

区封锁后居民日常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依靠

流动来维持生计的群体（如司机、快递员、服

务业从业人员等）无法获得收入来源，长时间

封锁导致其他疾病死亡率逐渐上升，居民产生

心理压抑问题等。这也反映出自上而下的行政

化应急治理模式的缺陷所在，随着经济社会体

量的壮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复

杂性增加，政府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包揽所有防

灾减灾和促进灾后恢复的任务[9]2，基层社区、

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在我国应急模式中的作

用需要获得更多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我国很多城

市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转换社区治理手段，

谋求政府与市民、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许

多社会自媒体、自组织利用常用社交平台发

布官方疫情信息和辟谣资讯，不少社区居民

自发组建社区自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共同解

决生活物资供应、出入口体温检测和楼栋消

毒等问题，反映了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中社区力量的崛起和应急模式由“基于政府”

向“基于社区”转型的趋势。其中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有上海、深圳、河南等地，其中上海

侧重于面向市民的健康信息收集与反馈服

务，深圳侧重于面向政府的防疫数据分析与

策略引导，河南则侧重于面向基层社区的迅

速反应与强力落实。

3.1   智能反馈手段

上海市依托“上海发布”等市民常用公

众号连接上海疫情防控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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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疫情的政策信息，提供健康信息登记、在

线义诊、心理健康咨询、发热门诊查询、预约

挂号、居家医学隔离指导等相关服务。线上健

康信息登记板块面向的对象十分广泛，涵盖个

人、企业、交通口岸和道口工作人员、市级协查

和区内摸查等主体，解决了统计口径不同和流

程繁琐复杂、信息收集反馈不及时的难题。上

报后的健康信息汇总于上海市大数据资源平

台，经过数据建模分析测算后形成红、黄、绿三

色“随申码”，分别代表“建议隔离”“建议观

察”“可以通行”3种风险状态，用于指导居民

生活出行和企业复工，切实为上海市民了解疫

情信息做好自身防护以及精细化的城市管理

提供便利。

3.2   信息平台手段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依托空间规

划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从城市空间管控角

度设计了“深圳市社区疫情防控管理信息平

台”（见图1），协助市级、区级政府统筹施策，根

据社区类型和社区防疫风险压力精准调配社

会公共资源。平台提供的现有服务包括疫情状

况查询、社区防疫风险等级分析、社区防控方

向指引3种。第一项服务提供病例活动范围和

发热门诊分布信息，为居民按需就医和避开疫

情高风险区提供指引。后两项服务是基于社区

确诊病人数和社区人口密度的综合分析，以及

社区功能构成占比，分为5种风险等级和居住

区、商务楼宇、商业设施、厂区4种类型。这些信

息能够指导社区差异化防控策略的制定，并引

导社会志愿者与之对接。

3.3   基层宣传手段

河南省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对疫情进行紧

急防控部署的省份之一，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防

疫工作迅速部署落实到城乡基层社区，而被舆

论媒体称赞为“闪电模式”。这种速度的实现

离不开群众对防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其宣传

手段中最为突出的是各类通俗化的社区宣传，

社区将防疫信息编成接地气的宣传语，通过横

幅、喇叭、电视循环播报。同时充分利用城乡社

区熟人网络的影响力，安排工作人员或志愿者

上门宣传防疫信息，使难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

获得疫情信息的中老年居民切实意识到疫情

防控形势的严峻性，从而自觉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降低社区应急治理难度。

4   公共卫生导向下我国社区治理应急模

     式优化建议

社会应急模式转型趋势下，除了我国政府

要在行政系统中将重心下沉、权利下放、关口

前移外，社区层面各类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合作

治理也尤为关键。然而，现状我国大部分社区

应急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机构和治理机制上

都存在缺陷[22]，表现在：公众对公共卫生风险

认知水平低，缺乏自救互救理念；社区应急管

理组织机构不完善，设施配备不足；公共卫生

图1    深圳市社区疫情防控管理信息平台                            
资料来源：http://39.97.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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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时，社区基层管理机构、社区企业、志

愿者组织、社区居民的“机动性”不足，响应

速度慢。因此，打通城市各级政府到基层社区

管理机构的纵向传导路径的同时，也要完善社

区层面公众横向协作机制，以充分激发社区在

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的“全阶段”作用

（见图2）。

4.1   打通城市治理的纵向传导

高层级政府基于大数据服务体系构建公

共健康监测系统，从宏观层面开展“城市体

检”，并通过信息反馈平台提供社区尺度的数

据信息和分析结果，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尽

快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导向，避免谣

言散播；将公共卫生安全板块纳入各级国土空

间规划防灾应急框架，在法定规划领域指导社

区规划中公共卫生应急内容的完善；将部分行

政执法权、行政管理权下放到社区，并利用社

区本身存在的熟人社会网络来加强社区治理

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管控力量，使治理结构由

“椭圆型”向“金字塔型”转变[23]，以及时处理、

应对社区公共卫生隐患；针对社区公共卫生治

理不力的情况，拓宽基层跨级对接上级管理部

门的反馈监督渠道，如市长热线、城市服务平

台等，打破城市治理的层级分割，促进对城市

治理权的监督，树立政府公信力。

4.2   促进社区治理的横向参与

考虑到我国长期处于“强政府、弱社会”

的城市社区治理阶段，以及社区自治能力相

对缺乏的现实情况[24]，当下社区公共卫生应

急领域仍应该采取政府领导牵头、其他社区

治理主体横向参与的方式。在尝试之初可采

取竞赛或试点的形式，由市、区政府组织搭建

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研究机构、企业的合作

平台，放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准入门

槛，并给予资金支持，形成社区公共卫生治理

样板范式，供其他社区学习推广；社区基层管

理机构也应该通过一定激励措施鼓励居民参

与社区公共卫生治理事务，通过选举或非选

举形式组建以小区、楼栋为单位的社区应急

自组织，并设置明确的“微权力清单”来规

范社区治理权力的使用。要注意的是，在实际

社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框架搭建中，必须充

分考虑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社会组织与

志愿者资源丰富度、社区居民自治意愿与水

平、基层医疗资源充裕度等因素，并随着社会

发展动态协调主体间的权责大小与范围，以

更好应对社区在公共卫生方面复杂化、多元化

和碎片化的发展诉求。

4.3   完善各阶段社区公共卫生治理内容

预防阶段，社区可以与专业研究机构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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